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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目的在建立美國傳統戰略模糊與臺灣避險策略間之理論關聯

性。主要假設當臺灣從美國獲得較多且明確之安全承諾時，將可能更依賴

美國安全保護傘，進而降低自身制定外交政策之自主與靈活性。過去數十

年，華盛頓持續且長期的安全承諾，即有可能限制臺灣的避險策略選擇。

本研究的實證證據，主要探討川普與拜登政府任內，華府戰略模糊逐漸轉

變為戰略清晰下，臺北在美中兩強之間的外交政策。此外，藉由將避險的

理論「模型化」，並區別避險與樞紐的關係，是本文另一個研究貢獻。

關鍵詞：戰略模糊、避險、臺美關係、外交政策、川普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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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兩岸見證美中關係之劇烈演變，也意識兩大強權之間由合作至競

爭所造成地緣政治影響力。面對來自北京的威脅，臺北期望從華盛頓方面獲得

更多的安全保證。然而，對中國進行一味的抗衡或扈從，都不利於臺灣目前的

安全現況。隨著美中關係變得更加充滿爭議，並朝向潛在軍事衝突前進，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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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需要考慮更加具備「避險特質」的外交政策選擇。有別於抗衡與扈從，避

險為獨特的策略，值得學術界研究。

美國拜登政府之兩岸政策，逐漸由傳統戰略模糊轉向戰略清晰。
1
目前美

國對於來自中國之軍事威脅，業已展現出明確的安全信號。即拜登業已多次承

諾，如果中國武力侵犯臺灣，美國將軍事協防臺灣。論者指出，來自白宮的明

確安全承諾，可能會增強臺灣民眾對美國防衛過度依賴，進而推動臺灣朝向法

理獨立邁進。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多次提到美國不會強迫其它國家在

華盛頓和北京間做出抉擇。然而現實主義者認為，一旦美中關係變得更為緊張

時，該地區次級國家（secondary states）的避險空間將受到限制。是故，本文

旨在提供戰略模糊／清晰與避險策略之間的理論關聯，並研究若臺北從華盛頓

獲得更多安全承諾時，前者將更依賴後者，從而降低其政策自主性與靈活性。

美國過去一貫的安全承諾，最終將壓縮臺灣的避險空間。

貳、避險的概念與討論

避險作為國際關係中的一種策略，其係指一國為減少風險並保持靈活性，

會追求多種不同的政策和取向。通常這種策略被次級國家（即國際階層體系

中非處頂端的國家）採用，以應對不確定與多變之國際環境，而不完全歸屬特

定聯盟。學界目前對避險的定義與概念仍然處於討論階段。無論是將避險界定

在抗衡或扈從之間，戰爭與和平之間，或是合作與對抗之間的指標，都是將這

個概念抽象化與模糊化。這樣非但曲解避險的定義，所找出的指標與後續的統

計檢證，也無法真正看出避險的全貌。因此，學者必須仔細詢問，避險的定義

到底為何？國家主要規避哪種風險？我們需要用哪一個較為確切的指標來衡量

它？在還未確認避險的主要定義與範疇而貿然進行任何統計檢證，都無助於瞭

解避險的成因、動機與相關解釋因素。

有鑑於此，吾人必須仔細闡述避險的主要定義與概念，簡化因概念產生之

1	 所謂戰略清晰指的是，華盛頓明確表明美國將對中國對臺使用的任何武力做出回應，

包括出兵協防臺灣。但戰略模糊與清晰之間仍有一段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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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度（dimension），以利後續檢測。首先，我們必須了解，避險概念是從金

融產業而來，即規避「一定特殊風險」。但在國際關係領域，對其定義與看法

卻不盡相同。主要看法仍將避險視為抗衡與扈從之間的策略行為。避險可被視

為包含抗衡與扈從元素的一種策略，因其涉及與多個行為者保持關係，包括主

導與對立的大國，同時避免與任何一方完全站在同一陣線上（Kuik 2008）。

採用此種分類的學者（Kang 2007; Kuik 2008; Le 2013），將避險定義為抗衡

與扈從光譜兩端之中間策略。然而，若將避險定位在抗衡和扈從之間，則現有

的定義會使避險的概念變得更加複雜且難以操作化。譬如，到底哪個範疇屬於

避險？避險的邊界值在哪？甚麼時候是避險，甚麼時候是抗衡與扈從？

其他學者則主張應將避險視為一種獨特的策略。其認為避險是次級國家透

過自身多樣化的外交關係，避免過度依賴任何單一聯盟，以保持自主性與機動

性的方式（Lim and Cooper 2015）。由此觀點出發，避險可以被視為一種聯盟

策略，因國家試圖與不同行為者，在合作與競爭中取得微妙的平衡。

Lim和Cooper認為，避險係指次級國家對大國提出之安全利益與承諾，

發送模棱兩可的信號，以迴避在體系中與任何大國建立聯盟（Lim and Cooper 

2015）。因此，弱避險國代表，在國際結構中向大國尋求聯盟保障的需要。

此外，避險也專注討論國家政策的自主權（Ciorciari 2019）。一旦國家向大國

發送明確的結盟信號以換取安全援助時，其可能會在未來實施國家政策時失去

靈活性。在亞太地區採取避險行為的國家，對於接受美國或中國任何一方結盟

所獲得的安全利益，常會保持游移不定，或左右逢源的態度。主要是以維持現

狀，並在華盛頓和北京間的權力競爭中選擇維護政策自主權（Kuik 2016; Lim 

and Cooper 2015）；從此角度看來，避險的目的是不與美國或中國結盟（Kuik 

2016）。小國從美國獲得的安全承諾越強，其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之靈活性

就越小。

學者吳玉山對避險和樞紐（pivot）的定義與其他學者不同（圖1）。他認

為，樞紐是一種與兩個大國保持等距的政策（吳玉山 1997）。在三角關係裡

的樞紐角色，是擔任樞紐的國家與兩個大國保持等距。並保持與兩大強權同等

距離的友好關係。一個採取樞紐的國家，不會願意冒高風險，並在現狀下與兩

個大國保持聯繫。任何對現狀的改變都會被他方拒絕（吳玉山 1997;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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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樞紐者的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在吳玉山的定義中，避險係指在強權間保持友好立場（吳玉山 2020）。

在大國的競爭中，向一個特定強權靠近的避險國家，也須與另一大國維持一定

的關係，並不對任何一個大國做出承諾（見圖2中的G1或G2）。若延伸避險的

定義，避險國家（hedger）會在兩大強權之間移動，依據對兩大強權所釋放出

來的風險係數，採取不同形式規避風險之作為。若G1所釋放出之風險較高，

避險國會往G2方向移動；反之，若G2釋放出風險較高，則避險國會往G1間靠

攏。避險國遂指位於樞紐國兩邊的範圍，會針對不同的風險，採取不同的槓

桿。以避免全盤皆失的局面。是故，本文中避險與樞紐的最大差別，樞紐必須

維持與兩大強權等距。避險則是採取更為靈活的方式，面對不同風險時，採取

風險管控，對風險來源保持不同距離。在兩個大國之間擺動、於安全方面不選

邊站，即是避險的精髓與定義所在。

圖2　避險者的結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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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orciari則進一步探討成功的避險。在金融領域，成功的避險意味著

政府能「在降低金融災難風險的同時，追求增長、發展和經濟相互依存」

（Ciorciari 2009; 2019）。事實上，有效的避險更多取決於是否有保護性選

擇措施。由於避險的基本假設應包括大國對次級國家構成的持續威脅（Kuik 

2008），故面臨潛在威脅的次級國家，必須具備同時管理內部與外部抗衡以

自保的能力。因此，避險意味著次級國家有能力在情況惡化時管理風險。

一、避險模型

綜合以上學說對於避險的概念形塑，本文將採以下之模型，來探討臺灣避

險的真正定義與範圍（圖3）。如圖3所示，Gu與Gc分別代表美國與中國兩大強

權，則Gu' 與Gc' 分別代表他們對於臺灣所釋放出來的風險係數。面對Gu與Gc，

臺灣將有兩個不同避險點，即Ht
0與Ht

1。對Ht
0方面，若Gu' 風險越小，Ht

0Gu會

越小，Ht
0Gc會越大。反之，若Gc' 風險越小，Ht

1Gc會越小，Ht
1Gu會越大。因

此，當中國大陸所釋放出來的文攻武嚇越顯著（Gc' > Gu'），則臺灣將從Ht
1往

Ht
0前進，以規避顯而易見的風險。

圖3　避險模型

資料來源：作者自製。

當臺灣在過去國民黨執政時期，面對中國大陸在國際社會的打壓，仍能表

現出「漢賊不兩立」，且國家實力與外交援助能與對岸一較高下之時，臺灣比

Ht
1Gu Ht

1Gc

Ht
1Ht

0 P GcGu

Ht
0Gu Ht

0Gc

Gu與Gc：美國與中國

Ht
0與Ht

1：臺灣在美中之間的避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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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類似「三角理論」中「樞紐」的角色（P）。但是隨著中國大陸實力不斷增

強，且臺灣在軍事與經濟實力上，逐漸無法相比時，臺灣在美中關係已經無法

擔任「樞紐」的角色。取而代之，必須是如同圖3中，Ht
0與Ht

1的位子。面對兩

大強權不同的風險或安全承諾，採取風險管控。

避險的主題仍有未解之問題。如前所述，如果避險處於抗衡和扈從之

間，則很難明確定義和理解避險的定義與概念。文獻指出，避險指的是可以

歸類於抗衡與扈從兩個明確選項間之策略選擇，但沒有相關研究定義避險的

界限（Goh 2005; 2008）。為了防止「概念擴張」（conceptual stretching）問

題（Collier and Mahon 1993），並幫助研究人員找到可量化之指標，國際關係

領域相關學者，必須對避險提供更精闢與簡要的解釋。在避險研究中，Lim與

Cooper的研究採用較為狹義之避險概念，並討論國際安全範疇中，避險之變化

（Lim and Cooper 2015）。他們研究指出，國家不願意提出安全請求，並避免

明確與大國結盟的行為（Lim and Cooper 2015），就是國家主要避險的特徵。

簡言之，小國若從大國處獲得較多安全承諾，前者將越依賴後者，從而降低前

者在外交政策制定時之自主與靈活性。國家之避險行為，即是避免與任何一個

大國進行明確結盟。從定義面來看，一個「強避險」的國家，可減少對保護國

所釋放之安全信號，降低對大國之挑釁，來保持政策自主性；而一較弱的避險

國，向保護國發出明確結盟信號。因此，避險國更偏好模糊的結盟信號，以保

持在複雜權力結構中，與不同強權交往之彈性。

中國大陸對臺文攻武嚇不曾間斷。2022年佩洛西訪問臺灣，導致臺海緊張

局勢一發不可收拾。中共對臺灣實施制裁，發起網路攻擊，對臺灣防空識別區

與海峽中線發動大規模軍事行動，發射彈道導彈並進行包圍演習等。中共解放

軍幾乎每天都入侵臺灣防空識別區，以進行應對政治事件的重大演習（Hass, 

Glaser, and Bush 2023）。此舉一來試圖展示能力，侵蝕臺灣主權，並挑戰臺

灣防空識別區的合法性。解放軍在臺灣領空行動逐漸成為新常態，同時迫使臺

灣消耗有限的軍事資源以進行回應，試圖削弱臺灣空軍能力。此外，北京時常

利用灰色地帶戰術或戰機擾臺，宣洩對美臺政治高層接觸的不滿。2024年金

廈水域發生漁船碰撞事件，導致兩岸進入衝突螺旋。因為兩岸在相關事證方

面有所出入，導致賠償與究責不清。對岸隨即宣稱「金廈禁止限制水域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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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打破自民國81年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劃設的互相尊重與管控區

域，漁業衝突與軍事威脅與日俱增。

綜合以上論述，中國對臺的威脅似乎日益增加；但美國對臺灣一般沒有文

攻武嚇的風險。但若以其他安全層面衡量，華盛頓所釋放之安全承諾多寡，亦

能視為一種對臺風險，也有強弱的分別。依據圖3所示，若美對臺安全承諾較

高時，則臺美關係較為緊密（Ht
0Gu與Ht

1Gu會縮小，且Ht
0與Ht

1≠Gu）。此時，

來自中國大陸的風險即會升高（Ht
0Gc與Ht

1Gc會增加）。此亦解釋臺灣在採用

避險時，所展現之基本態勢。這也是為何臺灣應該是避險而非樞紐的最大差別

所在。

目前研究尚未提出對避險概念縝密之操作方式。國際關係理論並非完美無

缺，所有相關的理論建構須要經歷「理論負載」（theory-ladenness），避險研

究亦不例外。截至目前為止，避險理論的討論獲得學界廣泛認可，並提供一個

指導性的原則：強調避險是透過保持一定距離，並利用外交手腕，與所有強權

國家「全面接觸」（omni-enmeshment）。同時，避免與任何特定強權結成緊

密聯盟，以防被迫偏袒任何一方（Goh 2005; 2008）。準此，對於國際關係領

域的大多數學者而言，避險代表「保持更為模糊的立場，並向安全盟友釋出模

糊信號」，遂成為避險的一個基本準則。

臺灣作為一個區域小國，無法獨自抗衡中國大陸。雖然過去抗衡北京之舉

動，並沒有危及臺灣的安全，也沒有破壞來自中國的經濟利益。但這不代表未

來能與中國大陸持續保持經貿連結。此外，若單純扈從中國大陸，也有可能危

及臺灣政治主體性，同時也無法避免來自北京單方面之軍事恫嚇。因此，避險

對於臺灣而言，成為一個適當且實際的策略。

本研究探討避險策略的可識別條件：藉由在一個三角關係框架中檢驗特定

案例、政策選擇和政治情況，本文指出臺灣在中國與美國之間的避險行為。而

此避險行為，對於來自於美方的安全承諾與軍事支持，關係相對靈敏。因此，

對於避險的定義仍根植於境外強權的意願與可能性（availability）。而臺灣在

安全領域的避險行為，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系統性的權力分配，除了來自美國可

能的情勢相關支援外（contingency-related），也同時面臨中國的持續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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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美國安全承諾與臺灣避險策略之關聯

另一個重要研究問題是國家何時進行避險？過去相關研究指出，次級國家

透過美國提供之軍事援助所產生的安全保障，可能會促使亞太國家採取避險策

略（Wu 2019）。學者吳崇涵（Charles Chong-Han Wu）研究證明，包括中國

的強制力（coercive capability）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援助，皆是推動次級

國家尋求避險的另一個關鍵因素。

在國家層次方面，聯盟是另一個關鍵變數。聯盟主要功能是向敵對陣營施

加壓力，不過同時也讓同盟的夥伴增強實力。多數學者認為，防守同盟能提供

一定的延伸性嚇阻能力（Huth and Russett 1984; Russett 1988）。簽署防守同盟

的國家，若其中一方或多方遭受攻擊，則聯盟內必須相互支持。與其他類型的

聯盟相比（如中立、互不侵犯、協商），防守同盟具備較強之威懾效果。主因

是，若敵方威脅者能意識，其準備侵犯之目標具備緊密的防守同盟；則威脅者

能得知，其攻擊之目標不僅只是單一國家，可能面對背後強大支援。具有嚇阻

力的強權，會謹慎考慮提供盟友安全保證。此強權具有快速與果斷的能力與意

願，面對衝突升級或爆發大規模戰爭前，很可能向受保護國（protégé）釋放

出更強大的安全信號。

面對聯盟安全信號，受保護國會如何反應？過去研究指出，受保護國會審

視強權所提供的安全承諾。如果強權能提供明確之安全承諾，受保護國極有可

能改變現狀，並朝提供安全之強權靠攏（Wu and Hsieh 2016）。那此理論模型

是否可應用於近年臺美關係？臺灣與美國間的戰略情境又是如何？自1979年

以來，面對中國大陸的持續安全威脅，美國一直被視為臺灣最主要且強大的安

全合作夥伴。華府的安全承諾在美中臺三方關係中，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例

如，1995年至1996年的第二次臺海危機，即使北京試射兩枚導彈至臺灣沿岸

約100海里之處，並在福建省集結大量軍隊。而美國柯林頓政府最終派遣海軍

部隊巡邏，使兩岸並未升高衝突。華盛頓方未直接向臺灣提供軍事和財政支

援，而是發出「延伸嚇阻」的訊號。此外，柯林頓政府還向臺灣領導人發出明

確之信號，即後者必須避免主動挑釁，或試圖改變任何現狀。

然而，自美前總統川普上台後，美中臺三方的戰略關係發生實質上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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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臺灣的整體實力相比中國大陸，已無法如同過往發揮「樞紐」作用，迫使

臺灣考慮採用新的外交戰略。此時，臺灣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是「避險」；而非

「樞紐」（pivot）。誠如先前本文提及，臺灣作為一個避險國家，可能更傾

向於美中之間搖擺，不選擇立場，保持一定距離；臺灣的決策者也可能抓住機

會與一個強權合作，同時與另一強權保持良好關係。

中國對臺灣的文攻武嚇沒有停止，迫使蔡英文執政時期，必須從「硬避

險」的光譜，往扈從美國的「弱避險」移動。使臺北更偏向華盛頓的「準盟

友」；同時，因為北京「一個中國」原則，臺北並不會選擇中國作為「夥

伴」。若北京持續對臺使用這種侵略性策略，將引起後者對統一觀念產生反感

（Yu 2023）。

然而，美國對臺的安全承諾，並不能被視為美國已做好準備就臺灣問題與

中國攤牌之證據。自2016年以來，美中關係惡化使臺灣人民認為，如果臺灣

追求事實上的獨立，美國將支持此一行為。不過學界仍無法對此下任何定論。

儘管拜登多次表明，若北京對臺使用武力，華盛頓將介入此區域衝突。但關於

美國如何介入與何時介入，拜登並沒有詳述。準此，美國似乎仍偏好穩定的兩

岸關係，並奉行「雙重嚇阻」（dual deterrence）。簡言之，北京不得單方面

入侵臺灣；且臺灣不會宣布「法理獨立」（de jure independence），進而刺激

北京。

美國一直明確表示不會支持臺灣「法理獨立」或「一中一臺」。因為對臺

灣獨立運動的明確安全承諾，將鼓勵臺灣分離主義者，使華盛頓陷入不必要的

危機當中（Wu and Hsieh 2016）。川普執政時期，美方有許多挑戰傳統戰略模

糊的聲音。主張改變戰略模糊以實現戰略清晰的支持者認為，為嚇阻中國的灰

色地帶戰略與不斷增加的軍事威脅，美方應以更明確的態度支持臺灣，以緩

解其安全焦慮與挫敗感（林正義 2023）。論者更認為，臺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已經過時，必須與時俱進。華盛頓不僅應該提供軍售，還需加

強對臺軍事援助，甚至考慮協防臺灣（Wang et al. 2024）。相對地，反對戰略

清晰者則主張，任何過激的行為，皆無法解決美中之間的根本問題，反而容易

引發中國潛在攻擊（Glaser et al. 2020）。目前臺海戰爭都是「假想威脅」，

對北京單方面之挑釁，可能會錯誤地將美中引入臺灣問題的衝突螺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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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戰略模糊性的概念可以被視為美國對臺灣的安全承諾立場（Hsu 

2010; 林正義 2007）；面對北京所構成的威脅不斷增加，華盛頓已經認真考慮

加強對臺北的安全承諾。戰略模糊與臺灣的避險策略其實彼此緊密相關。隨著

華盛頓提供更明確與更強大的安全承諾，臺灣政府將無法抗拒其安全援助，而

一昧接受扈從行為帶來的好處，最終將減少避險的空間。華盛頓提供的戰略越

清晰，臺北將更難採取避險策略。

過去相關研究，並沒有將美國傳統戰略模糊與臺灣避險行為這兩個變數進

行討論。只單就兩者理論與現象進行探討，造成兩個變數缺乏系統與實證研

究。假若華盛頓的安全策略對臺灣的避險行為產生重大影響，那吾人必須進一

步細究，臺灣避險策略，是否有任何微妙之處。為了強化本文因果推論，並清

楚釐清與界定影響臺灣避險強弱之主要變項—美國安全承諾，吾人必須經過

比較經驗法則，來檢驗自變項與應變項之間的關係。美國政府過去一直以「戰

略模糊」作為兩岸政策的基本原則；歐巴馬執政時期的對臺政策，與小布希總

統任內美國對臺灣的支持達到頂峰相比，歐巴馬在面對快速失衡的兩岸軍事力

上，似乎並不願意加大力度協助臺灣增強軍備（Sutter 2020）。主要是歐巴馬

仍明確反對中國單方面使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並希冀兩岸能以和平方式解決

分歧。

由此可見，華盛頓所提供安全承諾之強弱，極有可能影響臺灣採取避險策

略的機會與意願。從戰略角度，美國提供強而有力的安全承諾，將近一步鼓

勵臺灣對中國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從而增加美國捲入與中國長期軍事爭

端的風險（Hass, Glaser, and Bush 2023）。學者認為，華盛頓必須考量，若與

北京發生軍事爭端，對美長期並沒有太大利益。因此，僅向臺北提供較為模

糊之承諾，可防止臺灣採取挑釁姿態，從而降低美國陷入衝突的風險（Glaser 

2011）。

歐巴馬政府的戰略模糊促成臺灣避險的另一個經驗事證，是為了避免危及

海峽兩岸的現狀，華盛頓仍拒絕對臺灣出售不必要的非防禦性武器。這也造成

當時沒有足夠的戰機替代方案，來取代較為老舊之F-5機隊，而該機隊本訂於

2019年退役。原先華府計畫要替臺灣升級F-16A/B型戰機，但有學者認為，升

級戰機無助改善兩岸失衡的軍事狀態，反而可能迫使北京採取更強硬手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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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出售攻擊性武器，也很難協助美中兩國改善關係（Glaser 2011）。

最重要的，歐巴馬政府對臺灣所採取的戰略態度也相當模糊。2010年10

月，時任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在關於美國參與亞太事務

的演講中，幾乎沒有提及臺灣。整體的亞太安全戰略從日本到印度都被提及，

但唯獨臺灣沒有在報告中被提出。這也證明歐巴馬政府對兩岸的戰略模糊策略

非常明顯，且刻意對臺灣保持低調（Sutter 2020）。

上述論點與事證也說明，為何在馬英九任期，能於美中兩大強權間採取

較為明顯的避險策略（Wu 2016）。除了馬英九個人意識形態與國民黨的政策

外，我們也不能忽視地緣政治結構所造成的影響。更重要的，歐巴馬政府對臺

灣的態度，在其前幾年的任期，都採取所謂戰略模糊的姿態，目的是為了平穩

與中國的關係並進行交流，確保長期的經濟合作。這也直接促成馬英九能採取

較為具有彈性的兩岸與外交策略。

我們要知道，蔡英文執政時期，並非單純使用強硬的「抗中策略」，也同

時具備與中經濟往來的軟抗衡。因為無論臺灣執政黨有多大敵意，在蔡英文任

期中，經濟無法與中國脫鉤（decouple）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吾人也很難將

蔡英文之外交與兩岸政策，定義為純抗衡（pure balancing）。因此，避險的強

弱，可提供對蔡英文的外交與兩岸政策適當的解釋力。而美國安全信號強弱，

已然成為識別臺灣避險的程度與力道相對有用的指標。以下將就美國總統川普

（2016∼2020）與拜登任期（2020∼2024），臺灣如何在避險的光譜上移動

做一比較。

肆、川普時期（2016～2020）臺灣的避險策略

在本研究中，第一個問題與川普政府期間的美中貿易戰有關。該領域的學

者們一再探討川普政府發起的高強度貿易戰是否對臺灣的避險策略產生了重大

影響，特別是在安全和經濟領域。為了回答相關問題，我們必須探討合適的安

全與商業模型，以了解臺灣是否能在蔡英文的首次任內維持其避險角色。

川普作為一位充滿爭議的美國總統，展現出更多「生意人」與「交易

個性」之特質，並傾向於短期交易而非長期的政策制定（Chen 2019;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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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川普的個人特質，偏向強烈衝動型的負面—積極型，擅長使用遊

說、威嚇與糾纏手法。認為權力是自我實現的手段，專注他是否失敗或成功；

自我傾向僵化和悲觀，有高度驅動力等（林正義 2023）。

而川普的臺灣政策也間接反映他的個性與行為模式。因為川普總統與部分

閣員幕僚在對中國大陸或臺灣的政策，所發出的政策訊號，並非時間序列一

致。川普總統個人與川普政府對臺灣的政策不完全相同，且川普對臺灣並非友

好（林正義 2023）。導致川普和他的官員在討論臺灣問題時，氣氛通常都很

緊繃。波頓形容，川普對臺灣問題「消化不良」（林正義 2023）。即使歷史

性的川蔡通話被視為一個突破，對於川普政府是否曾將臺灣作為與中國談判的

籌碼，仍存在強烈的疑慮。事實上，川普多次提到，如果說中國是白宮橢圓辦

公室的「堅毅桌」，那麼臺灣僅為原子筆的筆尖。此外，川普是否真正支持協

防臺灣及對亞太地區盟友的安全承諾，仍然不無疑問（林正義 2023）。

川普任內另通過數條法律支持臺灣在國際社會中的法律地位。如2018年，

其簽署《臺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 Public Law, 115-135），允許高階

美國與臺灣政府官員互相訪問或進行商務活動。根據此一法律，川普在2020

年派遣前衛生及公共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札爾（Alex Azar）和國務次卿基

思．克拉克（Keith Krach）訪問臺灣。美國參議院還通過《臺灣友邦國際保

護及加強倡議法案》（臺北法）（Taiwan Allies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and 

Enhancement Initiative (TAIPEI) Act, Public Law, 116-135），旨在制止外交雪

崩的骨牌效應，並阻止臺灣更多的外交盟友轉向與北京建交（Chen 2018; Wu 

2021b）。

為了履行華盛頓對臺北的安全承諾，川普同意對臺灣大規模先進武器的軍

購案，其中包括出售M1A2坦克和F-16V戰鬥機。然有批評指出，這種武器銷

售無法提升軍事能力，而大型且過於笨重的裝甲車輛，亦不適合臺灣西海岸的

地理地形（Greer 2019）。更甚者若解放軍攻擊軍事設施時，這些裝甲車可能

會成為潛在的活靶（Greer 2019）。不過，蔡英文任內首次購買軍事裝備，仍

展現對於軍事備戰的自由意願與自主權。相較於2020年後，拜登政府拒絕向

臺灣出售不必要武器，並堅持轉向小型、靈活與生存能力武器系統，川普至少

為臺灣提供了更多避險的空間，讓臺灣自行制定軍事計劃與備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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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安全領域，經濟和貿易領域也透露出蔡政府的避險作為。川普於2018

年啟動了美中貿易戰的第一階段，對中國製造的價值2,000億美元的產品再加

徵10%的關稅，隨後在2019年更將稅率提高到25%。中國的反擊則是對價值

600億美元的美國商品加徵了5%至10%的關稅。隨著關於這場貿易戰的討論正

在升溫，人們開始關注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經濟脫鉤問題：臺灣的企業和政府廣

泛地討論他們是否需要傾向美國並脫離中國，抑或保持更為避險的立場，就像

避免將所有蛋放在同一個籃子裡。而研究蔡英文與川普政府時期的避險行為

時，需要綜合考慮更為廣泛的商業與經濟背景。

臺商在中國的主要經營模式是：在臺灣接受訂單，然後在中國生產商品，

並將產品銷售給歐洲和美國。受貿易戰影響最大的，莫過於在中國大陸的臺

商，而美中之間的高關稅貿易戰，是否改變了臺灣公司的經營模式，便是我們

接下來要問的問題。2017年的數據顯示，中國對美國的前10大出口商為外國

企業，其中80%來自臺商。在中國對美國的前百大出口商中，近40%是臺商，

這些公司主要是資訊和通信產品的供應商；而美籍進口商則包括蘋果、惠普和

戴爾，其供應商皆為臺商。

在美中貿易戰的背景下，臺灣接單、中國製造，歐美銷售商業模式，

的確實值探討。根據2018年經濟部的數據，資訊和通信製造商的海外生產

出口訂單比例最高，超過90%，其次是消費電子產品，約44.6%（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2021）。這兩類產品中，大多數產品都在中國製造並銷售給

第三國（主要是美國）。因此，探查美中貿易戰是否帶來了任何重大變化，

我們必須聚焦臺商在中國就不同產品的投資。如圖4所示，自2016年以來，

臺灣對中國的對外投資從件數和數量來看，都有所下降。在2018年的貿易戰

之後，臺灣企業對中國的投資數量下降到389家，而儘管在2020年增加到445

家，但總價值仍低於2018年的投資額；此差異表明，臺灣企業在中國的投

資放緩並不是由美中貿易戰引起的。中國一直是臺灣出口的最大市場（超過

40%），許多臺商集中在中國；然雖臺灣企業將中國視為生產基地，但許多所

需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半成品皆來自臺灣。不過，也有許多臺灣企業一直在考

慮於第三地設廠，以應對中國不斷上升的勞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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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臺灣公司於中國投資的件數與數量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作者自製。

在中國營運的臺灣公司處於美中貿易戰的中心點。圖5顯示了自貿易戰開

始以來，臺灣公司在電子元件和零售領域的投資波動情況，其中金融和服務

行業因中國實行的金融管制而遭受重大下滑，而機床、金屬和建築行業影響

不大。簡言之，臺灣公司在中國的投資量並未出現顯著變化。而由於通信設備

和電腦分別佔川普於2018年制裁名單中2,000億美元中的9.5%和6.2%，電子和

通信設備行業承受了最大壓力，受到最嚴重衝擊的電子產品包括顯示卡、主機

板、伺服器和桌面電腦；而這也是臺灣企業在中國投資電子產品下滑的原因

（見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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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以產業區分之臺灣於中國的投資情形（2016至2021年）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作者自製。

美中貿易戰自2018年7月正式開打以來，儘管在投資訂單的件數上縮減，

但臺灣總體出口訂單並未顯著下降。2019年，來自美國與中國的訂單量開始

上升，因這兩國競相下單；2020年，臺灣對美國和中國的出口分別達到1,610

億美元和1,376億美元（見圖6）。總而言之，美中貿易戰並未導致臺灣企業大

規模撤離；相反地，這些企業在這兩個經濟體中都獲益最多。

圖6　中國大陸臺資公司的訂單價值

資料來源：中華民國經濟部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作者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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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中貿易戰的第一階段，臺灣企業是如何反應與應對的呢？根據中華

經濟研究院在貿易戰後的一項調查，約有54%的製造商表示他們已採取相應的

措施；此外，約95.8%的受訪公司選擇調整其運營或採購／供應策略；68.3%

選擇多元化其生產線、出貨目的地和訂單轉移；43%選擇調整其投資，並遷移

其生產設施和服務場所（Chen 2018）。然而，願意遷移的臺灣企業早已在拉

丁美洲或東南亞進行投資，而生產的遷移是一項龐大的工程，例如機械工業需

要6至24個月的時間來應對美中貿易戰導致的成本上升。對在中國的臺灣企業

來說，此儼然成為一項重大變革。因此也不難想見如福特六豐汽車（為福特六

和汽車公司之子公司，主要生產汽車零組件的製造商），比起遷移設施至其它

國家，最終仍選擇留在中國的如此行為。

儘管美中貿易戰對不同行業會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但供應鏈議題是一個

共同的問題。為了保住美國市場，一些臺灣公司正在轉移到美國、東南亞，或

回到臺灣；例如，紡織和鞋業，由於勞動成本的增加，一直在東南亞建立生產

能力，同時保留在中國的設施；而保留在中國設施的方法基本上是建立互補的

生產基地，以避免因貿易戰中的關稅而造成損失。準此，供應美國市場的來源

其實是早已在其他國家運作的設施。

中華經濟研究院指出，由於美中貿易戰，只有約12%的受訪公司曾仔細評

估是否從中國撤場回到臺灣（Chen 2018）；而在少數回流公司中，有寬頻設

備製造商，如位於竹南的神通（Sercomm），在竹南和苗栗設有新廠點的安

訊（Accton），以及在臺南科學園區增加投資的緯創新通訊（Wistron NeWeb 

Corporation）。回流公司的關鍵考慮因素包括政府提供的鼓勵措施，及解決企

業面臨的環境問題，如土地、水、電力、人才和勞動力短缺。唯有投資環境的

改善才能鼓勵更多的臺灣企業回國（楊少強 2020）。就前開所呈現的實證證

據，很難斷定美中貿易戰是否已經迫使臺灣的企業家們在中國和美國之間做出

選擇。相反地，於商業和貿易領域顯示出更多對中國的猶豫脫鉤趨勢。即使蔡

政府出具多項減稅計劃，以吸引臺灣企業家在臺灣投資，但結果仍很難滿足政

府的期望。

綜合以上所述，若我們審慎探究蔡政府第一任期中的安全與經貿領域，與

川普總統對臺灣政策的雙面性，可以發現臺灣在避險方面扮演強力的角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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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曾經語出驚人地說，他可能不會遵循美國已經堅守多年的一中政策，但後來

又回到老路。這讓蔡英文鬆了一口氣，因為美中關係惡化，對蔡英文並沒有好

處（Hass, Glaser, and Bush 2023）。然而，當川普急於與習近平就貿易赤字還

有北韓問題達成共識，蔡英文又擔心臺灣可能成為美國用來換取利益的籌碼。

為了避免因為川普猶疑不定，與充滿交易性人格下的困境，蔡英文的兩岸與對

美政策，採取較強避險的特質。但蔡英文第一任時期的避險，比起馬政府時期

的避險，又相對弱了不少。

伍、拜登時期（2020～2024）臺灣的避險策略

在拜登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對兩岸間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中國不斷升高的

軍事行動與灰色地帶戰略（gray zone strategy），再加上其強硬派呼籲統一的

聲音，迫使華盛頓採取更為明確的立場，並加強對臺灣方面的安全承諾。在

2022年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習近平提出了「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的概念，其中包括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統一。而這些言辭，結合

來自北京方面不斷增加的威脅，對臺灣領導人施加壓力，也加強美國採取明確

立場的緊迫性。拜登政府已經認知到北京的行動帶來的威脅不斷增加，並展現

出調整其傳統戰略模糊之意願。拜登已多次承諾，若發生武裝衝突，他將防衛

臺灣。

除了口頭宣布華盛頓會向臺北提供可能的安全和軍事援助外，拜登政府還

實施了多項親臺政策，以加強雙邊關係。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提出的《臺灣

政策法》（The Taiwan Policy Act, TPA）於2023年在參眾兩院通過；而該法案

最深遠的影響在外交和軍售領域，涵蓋了廣泛的安全和軍事援助，以支援臺灣

應對來自北京的潛在威脅。儘管在幾輪討論後對一些條款進行了修訂，美國與

臺灣的關係即將迎來一個新的里程碑，幫助臺灣再次引起國際關注。

美國試圖提供給臺灣最顯著的支援之一是增強臺灣的非對稱國防能力—

《臺灣安全援助倡議》提出在4年內提供約45億美元軍事融資（無償還），以

加速臺灣軍隊的現代化。美國也承諾在第5年向臺灣提供額外的20億美元的軍

事貸款，以及在彈藥供應和儲備方面提供無需償還的軍事援助，而美國的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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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援將有助於臺灣提高非對稱戰爭的應變能力。在2023年《強化臺灣韌性法

案》（Taiwan Enhanced Resilience Act）直接提供總數100億美元的軍事融資給

臺灣。

在其它方面展現具體臺美雙邊關係：拜登政府不僅提供軍事援助和武器貿

易，還派遣了一支秘密的軍事訓練分隊前往臺灣，以培訓臺灣軍事人員具備足

夠的作戰技能，從而在面對來自中國的持續威脅時支援與臺灣的國防關係；儘

管培訓並非公開的秘密，惟因雙方皆承認軍事合作的存在，其仍產生了巨大的

影響。誠如先前研究所表明的，當美國藉由向受保護國派遣和部署軍隊以分享

安全利益時，這些國家更有可能服膺於美國的安全階層體系，與之同時後者在

國際社會中的避險作為也會相對減弱。是故，霸權國與受保護國之間的安全聯

繫越強，國家在國際社會中能採用的避險策略就越少。蔡英文的第二個任期得

到更多來自美國的安全援助與承諾，將這兩個國家捲入了一個更為緊密的安全

社群。就上述概念來看，臺灣已成為臺美間「較弱之避險者」。

而為什麼臺灣在蔡英文的第二個任期中採取了較弱的避險策略，而不是純

粹的抗衡中國呢？特別是當蔡英文執政時，其無法抵抗與中國有更為深入且

複雜的貿易關係，迫使其必須維持兩岸之間一定程度的經濟聯繫。蔡英文曾將

經濟合作框架形容為「糖衣毒藥」；然而，如此仍很難說服人們重大依賴與中

國的貿易將立即對臺灣的經濟狀況帶來嚴重損害。根據圖7所示的海關統計數

據，臺灣與中國已保持緊密的貿易關係，而自蔡英文首次擔任總統以來，這

種關係一直在穩定增加—最明顯的增長出現在電子元件（13.5%）、礦產品

（11.2%）和紙漿及紙製品（4.69%）等領域，總進口金額約為839.8億美元，

較2021年同期增加了1.8%。

然而，由於北京於2022年1月實施對臺灣的《進口食品境外生產企業註冊

管理規定》，雙邊貿易在2022年出現了輕微下降，為1.6%（2,051.2億美元）

（圖7）。兩岸在經貿方面相關爭議，主要聚焦於相關臺灣農漁產品、肉類，

及石化原料等品項出口至中國大陸。北京藉由經濟脅迫（economic coercion）

策略，制裁我相關產品，試圖影響政府對於九二共識之表態。而臺灣為因應中

國大陸斷絕特定產品輸入，透過相關策略避免國內民眾認知受到誤導，並期望

降低業者經濟損失。包括透過新聞澄清有誤資訊、輔導業者加強國內行銷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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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國際新興市場，以及向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所

屬委員會提出特定貿易關切。

我國三類水果十分依賴中國大陸市場。2021年2月25日中國大陸以檢出害

蟲為由，宣布暫停臺灣鳳梨進口，同年9月19日又以同一理由拒絕我釋迦與蓮

霧出口。面對此經濟制裁，我國農委會採取相關措施。以鳳梨為例，在北京

正式禁止我鳳梨輸入的2021年3月1日至同年11月25日期間，我鳳梨外銷其他國

家數額，相較2020年同期遽增580%。並將國內主要鳳梨產地之平均價格，維

持在2019年與2020年平均價格之上（農委會 2021）。此外，2022年我國石斑

魚、柑橘類水果、白帶魚、竹筴魚等眾多品項，依序被禁止輸往中國大陸後，

農委會皆以海外拓銷獎勵計畫，協助相關業者減少損失。藉由降低過度依賴中

國市場所產生的風險，並積極開拓新興市場，協助有關業者開發潛在合作對

象，增加收益（農委會 2021）。

為了進一步加強臺灣產品在國際上的能見度，經濟部自2022年8月起推出

「臺灣食品全球GO計畫」，提供客製化輔導措施，如根據個別業者需求，協

辦海外通路促銷活動，及建製電商平台拓展業務等，也針對特定受害嚴重的業

者額外提供金融支援，協助度過難關（經濟能源農業處 2022）。

最重要的，蔡英文政府在面對美中貿易角力下，並趁美中試圖貿易脫鉤之

際，推出「歡迎臺商回臺投資行動方案」（鮭魚返鄉）。主要盤點廠商對土

地、水電、人力、資金與稅務諮詢等面向需求，並將需求端驅動，供給端切

合，提供返鄉臺商客製化服務，並成立「臺商專區」窗口。總計超過300家臺

商，投資約1兆1,945億元，創造8.6萬個就業機會（經濟部 2023）。綜合上述

各項資料可知，蔡英文政府在拜登時期，因為中國大陸在經貿上採取較具威脅

性的經貿制裁，迫使我國必須採取對陸較為疏遠的經貿政策（Ht
0Gc > Ht

0Gu，

圖3），經貿上逐漸擺脫對陸依賴，可視為從強避險慢慢轉為弱避險（抗衡）

中國大陸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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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兩岸進出口總值（2014∼2022）

資料來源： 中華民國大陸事務委員會。https://www.mac.gov.tw/News_Content.aspx?n=2C2

8D363038C300F&sms=231F60B3498BBB19&s=D4203AE6C3E7F1E2，作者自

製。

除此之外，還有更多證據表明臺灣有弱避險行為—當拜登政府提出啟動

包括14個國家在內的印太經濟繁榮架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 for 

Prosperity），臺灣並不是最初的參與國家。拜登政府宣布了2023年的《晶片

和科學法案》（CHIPS and Science Act），以鼓勵外國半導體公司—包括臺

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台積電）—加強供應鏈和晶片生

產並在美國進行投資。準此，台積電宣布在亞利桑那州設立一個製造工廠，旨

在提高其先進半導體晶片的需求，與確保其供給美國客戶的穩定供應鏈。台積

電預計將利用其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工藝，包括5和3奈米技術，以幫助美國在

未來的美中晶片戰爭中保持晶片的供應。

在臺美經濟合作方面，行政院於6月1日公布，與美國簽訂《臺美二十一世

紀貿易倡議》首批協定。這是自1979年以來美臺間最具規模、最全面性的貿

易談判所達成的階段性成果。蔡英文認為，在未來陸續完成談判後，將有助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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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市場公平競爭、資訊透明化、降低企業交易成本，並為中小企業帶來更多

的發展機會，也有助於臺灣的經濟與產業更順利進軍國際市場。此外，美國會

積極推動《2023年臺灣租稅協定法案》（Taiwan Tax Agreement Act），並在參

議院和眾議院通過，成為美國法律。該法案旨在建立美國與臺灣之間的稅收協

定，以避免雙重徵稅並促進兩國之間的經濟合作。該協議的簽署是加強美國與

臺灣雙邊經濟關係的重要一步。該協議將有助於兩國貿易和投資便利化，並為

納稅人提供更大的確定性和透明度。

除了經濟層面外，美民主與共和兩黨的立法者們也關切外交層面—參議

院計劃在《臺灣政策法》（Taiwan Policy Act, TPA）草案中將「臺北經濟文化

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tive Office, TECRO）更名為

「臺灣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以試圖從不同方面促進與臺

灣的互動，並抵制北京不斷增長的外交和經濟之脅迫。就我們所知，臺北經

濟文化代表處的更名並非新的舉措，因其已於2021年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

地位及參與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 

EAGLE Act）中提出。然而，拜登政府對這種具有挑釁性的行為表示關切，並

向參議院委員會施壓，令其改變法案中的「象徵性語言」，以避免激怒北京的

中國領導人。最終版本的《臺灣政策法》刪除了更名的提議，顯示出拜登政府

避免讓北京有證據證明美國正在偏離後者的「一中政策」。

而華盛頓的安全承諾已成為一把雙面刃：若安全承諾對臺灣民眾來說足夠

強大，可能會鼓勵支持法理獨立的支持者，進而鼓動臺灣跨越紅線；但如果

承諾過於薄弱，北京可能無法被嚇阻，也可能採取單方面軍事行動解決臺灣問

題。拜登應該理解任何來自強化訊息的影響，特別是對臺灣海峽潛在衝突，提

供美國軍事支援的承諾。但過多的安全承諾，可能會間接鼓勵臺灣政治精英推

動法理獨立。因此華盛頓過去不斷重申，如果臺灣因自身選擇獨立，而單方面

挑起區域危機，則美國的戰略安全與保護承諾將有所顧忌。顯而易見，美方過

去傳統的戰略模糊，仍具有雙重嚇阻功能。

蔡政府的外交政策與拜登的兩岸政策有著密切關聯。隨著華盛頓提出較清

晰之安全承諾時，臺灣方面緊緊跟隨著美國的相關政策與法令規定。譬如，

在蔡英文第二任期中，幾項政策決定很明顯地靠向美國。例如，為展示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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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經貿友好，蔡政府於2020年12月放寬對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禁

令，即便臺灣公眾對美國是否會給予相對應的反饋，仍保持懷疑態度；但仍在

蔡英文與執政黨國會多數的優勢下，通過美國豬肉進口。這一個政策與後續的

反饋，充分顯示蔡英文執政時期，臺灣快速向美國靠攏，避險的空間相對減弱

不少（Wu 2021）。

在軍事與安全上，美國一直主張臺灣必須擴大軍事培訓和服役，引起臺灣

年輕人相當激烈的反彈。然而，蔡英文從未極力否認是否來自美方的壓力，

促成延長徵兵制的決定。由此可見，在面對兩岸未來的不對稱戰爭與軍事備戰

方面，華盛頓仍居於指導位置。蔡政府必須在延長役期與年輕人的反對間取得

平衡。教育部與國防部甚至推出相關配套「大學讀三年、一年服兵役」方案，

允許義務役役男在三年內完成大學學業，並在剩下的一年內服役。雖然全國共

有四十六位學生有意願，但只有五人提出申請。上述的實證證據顯示，美國作

為美臺階層關係（hierarchical structure）的上位者，對臺灣發出明確的安全信

號，希望臺灣在相對應的政策上作出反饋。而蔡政府已然接受美方更多的政策

期望。

蔡英文面對拜登政府時期，主要在強化臺美關係並進行大規模扈從美國。

依據學者吳玉山的說法，扈從大國代表單方面地依據大國的偏好來修正本國的

制度、政策和對外態度（吳玉山 1997）。因此，臺灣不管在開放經濟市場，

加強國防軍備預算與延長兵役，甚至在開放美國豬肉進口議題，皆可視為依據

華盛頓的政策建議。蔡英文政府在2020年就職演說中重申發展不對稱戰力，

並承諾實施國防改革，使臺灣軍隊達到重層嚇阻。並扭轉臺灣國防預算逐年下

降的趨勢。另外從烏俄戰爭中學習，必須修改武器採買策略，改以採購抵抗入

侵的武器，比如說放棄購買十二架MH-60R反潛直升機（Hass, Glaser, and Bush 

2023）。綜合以上事證足以顯見，臺灣採取對美更為親近，且對陸較為疏遠

（Ht
0Gc > Ht

0Gu，圖3）的弱避險策略。

陸、結論

避險的相關研究，在亞太國際關係領域中逐漸獲得重視。面對中國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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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激烈競爭，該地區的次級國家更加意識到若情況惡化，需要採取應對策

略之必要性。然而，正如現實主義者所主張的，學者們尚未就這一概念，及之

於次級國家的動機、條件和身份等方面如何運用，達成共識。此外，對於避險

定義的多樣性也存在疑慮，一些論點強調，關於避險的廣泛討論僅是暫時的，

因強權國家若要求其受護國選邊站，次級國家將無法抵抗大國的壓力。誠如現

實主義者強烈主張的，小國的避險不能被視為係國家外交政策的永久選擇。

本文提出了與現實主義者主張相應的理論和實證結果，即臺灣必須在美中

競爭之中積極配合美國的指揮。面對來自中國不可抵抗的軍事威脅和灰色地帶

攻擊，拜登政府已從軍事到經濟方面重新調整了對臺政策，並敦促蔡政府跟上

此一路線。是故，蔡英文政府對於華盛頓與北京競爭下，能採取避險的機會與

意願也相對減弱。美國透過提供安全保障和激勵措施向臺灣施加壓力，推動臺

北傾向華盛頓，以達風險規避。因此，若中國不同意減少對臺灣的持續威脅與

軍事行動，蔡政府就必須轉移其避險賭注到美國上，以防止進一步損失。

本文最主要研究標的，針對美國的安全承諾與臺灣的避險行為，進行更為

細緻之因果關係整理。簡言之，面對一個主要自變數與應變數，藉由資料整理

與分析，來闡述其因果關係。若此時再加上中國對臺威嚇，將成為兩個不同自

變數影響一個應變數，不但增加概念與邏輯的複雜程度，也可能在質化方面無

法有效分辨出何者為造成臺灣避險強弱之主要因素。未來相關研究，可就此課

題進行更多討論。

最後，蔡英文在經歷川普與拜登兩任政府後，也展現避險光譜上不同樣

貌。川普與拜登對臺灣的安全承諾大不相同。川普的現實商人性格與不確定

性，還有對臺並非完全友善的態度，決定他對兩岸政策與拜登有很大的區別。

蔡英文面對不同程度的友臺信號，所採用的風險管控也有程度上的差異。此為

本文最主要驗證與形塑的論點。未來研究可朝數據與量化方式，分辨臺灣在外

交與兩岸政策上，不同時期風險管控指標。

 （收件：113年2月8日，接受：113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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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tudy aims to establish a theore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strategic 

ambiguity and hedging policy. The assumption is that as Taiwan receives more 

security assurance and clarity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t may rely more on the 

U.S. security umbrella, reducing its autonomy and flexibility in crafting its 

foreign policy. Over time, consistent and prolonged security commitments 

from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limit Taiwan’s hedging options, as it increasingly 

aligns with the U.S. position. The empirical evidence in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shifting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clarity during Trump and Biden’s 

administrations, and compares various factors, including domestic politics, 

regional dynamics, and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s, will shape Taiwan’s 

approach in a contested and complex geopolitical landscape.

In addition, Taiwan’s hedging strategy has weakened as the United States 

has shifted from strategic ambiguity to strategic clarity. Will the hedging 

behavior at other levels also be affected? With the widespread application 

of big data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United States is gradu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its demand for high-end chips. As Taiwan has played the major role 

in the global chip supply chain, facing the intensification of the technology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is project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materials on the role Taiwan faces in the technology field.

Keywords:  Strategic Ambiguity, Hedging, US-Taiwan Relation, Foreign Policy, 

Trump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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